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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来自粗放型增长方

式的制约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自 1995 年甚至更早 ,中国就提出

实现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但收效甚微。为何计划经济时

期业已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如此艰难 ,主要与中国计划经

济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与分权改革策略有关。为了减少改革

阻力 ,始自 1978 年的改革策略明显具有边际调整的特征 ,其最大

特点就是 ,虽然做对了刺激增长的制度激励 ,但基于“分钱分权”基

础上的制度供给也使经济增长动力进入了结构锁定状态。分权改

革策略不仅未能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升级提供有效激励 ,而且在

政治集权和风险大锅饭体制下 ,使粗放型增长方式被进一步强化。

经验表明 ,要切实转变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 ,必须突破基于再分配

的制度激励 ,增加顺应市场的制度供给 ,以重塑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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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关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

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首先 ,高储蓄

率及其支撑的高资本积累率直接造成了内部需求

的严重短腿 ,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强劲的出口需

求得以维系。需求结构失衡不仅使经济增长的外

部环境趋于紧张 ,而且使经济增长的内部环境不断

恶化。其次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物质资本

边际效率的下降 ,维持既定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的要

素投入也在不断上升。然而对要素需求具有显著

自增强效应 ,所以这又直接导致了原材料价格的持

续上升和能源的全面紧张。高企的原材料价格不

仅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 ,而且也使

整个经济运行的潜在通胀风险上升。① 再次 ,由于

缺乏技术、品牌以及现代服务业支撑 ,投资驱动型经

济增长更热衷于走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道路 ,而重

化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污染行业 ,其显著

特点就是资本替代劳动和较强的环境破坏力 ,所以

导致中国在高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失业和高污染。

最后 ,有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要素分配使经济增

长的福利效应不高 ,增长无法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从

而扭曲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其主要表现就是持续扩

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差异。不平衡的增

长效应不仅严重威胁到社会公正 ,而且给经济的持

续增长带来了隐患。

面对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国内学

术界的主流将其归因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如金碚、贾

U、李扬、朱启铭、林毅夫、常修泽等 ;并且 ,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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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6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报告》,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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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研究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 ,如吴敬琏、

姚先国、黄晓鹏等。然而 ,目前关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制度层面。就经济逻辑而

言 ,这种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有其合理的一面 ,因为

粗放型增长本质上是市场主体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

的行为选择。然而为什么改革以来的制度供给会固

化和强化粗放型增长方式 ,已有文献并没有做深入

研究。不仅如此 ,已有文献还忽视了一个更根本的

问题 ,即粗放型增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历史

经验表明 ,粗放型增长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

系 ,并决定于一定的动力结构 ,而政府行为及其制度

供给只是固化了粗放型增长的内在动力结构 ,延缓

了动力结构调整和转换的时间。一旦现有制度体制

无法适应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强制转型就不可避

免 ,这时增长方式的强制转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震

动就会非常大。同样 ,在增长方式转变条件和时机

不成熟的情况下 ,任何人为的转型都不可能成功。

一、初始条件、动力结构与发展战略选择

为了揭示中国今天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形成机

制 ,我们还是要从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说起。因为

初始条件往往决定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制度

供给的特征。首先 ,我们需要考察中国改革开放是

在一个什么样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表 1 对改革开

放之初的经济现实进行了描述。表 1 显示改革开放

之初 ,不管是人均 GDP 还是人均收入 ,中国都处于

较低水平 ,尤其是人均收入。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

天 1 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 ,1978 年的中国完全处在

绝对贫困线以下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水

平不如 1950 年。较低收入水平直接导致了较低的

储蓄水平和较小的国内商品市场规模。从表 1 看 ,

以个体商业代表的市场交易是非常有限的。不仅如

此 ,改革之初的外部市场规模也较小 ,以贸易依存度

表示的外部市场规模仅占 GDP9. 8 % ,占同期整个世

界贸易不到 1 个百分点 ,在当年有统计数据的国家

中排在最末。就经济结构而言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份额 ,整个经济重工化

倾向较明显。从经济增长的因素看 ,改革之前的劳

动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都相对较高 ,而作为经济增

长永久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比解放初的 1952 年

还低。这一点在世界银行 (1985)的一份报告中也得

到了证实。报告指出 ,1957 —1982 年 ,中国国营企业

的总要素生产率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从部门结

构看 ,1978 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几乎没有私营企业 ,经

济增长完全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除了经济上的

高度计划外 ,在财政上 ,改革之前基本上也是高度集

权的。上述数据表明 ,改革之初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

大工厂 ,不仅如此 ,工厂的运转高度集权 ,资源实行

完全的计划配给。

表 1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现实

人均 GDP(美元) 252. 67 资本增长率 ( %) 8. 84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美元) 228. 93 城乡居民人均存款 (元) 21. 88

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美元) 133. 60 个体商业零售额占比 ( %) 0. 1

资本积累率 ( %) 38. 22 TFP 93. 93
工业占 GDP份额 ( %) 44. 34 财政集中度 ( %) 38. 22
重工业占工业比重 ( %) 56. 90 财政集权程度 ( %) 47. 42
劳动增长率 ( %) 1. 97 贸易依存度 ( %) 9. 80

　　说明 :人均 GDP、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家

庭人均纯收入均按当年汇率 1. 50 换算为美元水平 ,目的在

于横向比较 ; TFP数据来自于张军等 (2003) ,其中 1952 年为

100 ;个体商业零售额占比是指个体商业零售额占全社会零

售总额的比重 ;其他数据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计算所得。

　　经济上的贫穷使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 ,所

以为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尽快摆脱经济上的贫

穷已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问题。面对现实 ,中国

制定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但在惯性思维下 ,为了避免新的经济震动和政治动

荡 ,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即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接下来需要对 1978 年

及其之前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和动力结构进行分

析 ,分析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 ,即 :y = Ak9 ,其中 y 为

人均产出水平 ,k 为人均资本 ,A 代表除劳动和资本

之外对产出有作用的所有其他因素的统称 ,即所谓

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 ,A 并

没有被进一步区分为技术水平和制度条件 ,为本文

分析的需要 ,我们将其区分为技术水平和制度条件 ,

并假设 A 的生产也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 ,即 A =

tγsβ ,其中 t 和 s 分别表示技术和制度变量 ,γ、β分别

表示技术和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经过上述

处理后 ,对生产函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1)式。在

这里我们并不就规模报酬做出任何事前的假定。

lny = 9lnk +γlnt +βlns (1)

为了能够确定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制度条件

对产出的贡献 ,需要对 (1)式中的 9、γ、β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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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张军等的研究确定人均资本数据。由于没

有对应的技术水平数据 ,我们采用知识资本代替 ,即

用加权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其中权重为该部

分毕业生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制度条件相对比较复

杂 ,因为制度包括很多方面 ,为了简化起见 ,我们将

制度作三个方面的分解 ,即产业倾斜政策、市场交易

制度与财政控制程度。其中 ,产业倾斜政策用第二

产业的相对比重表示 ,交易制度用内外部市场规模

表示 ,但计划经济下实行的是市场配给和价格管制 ,

内部市场几乎不存在 ,所以只用进出口贸易依存度

表示外部市场规模 ;由于在计划经济下 ,所有的资源

都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 ,使用财政收入集中度指

标没有实际意义 ,所以财政控制程度用中央财政支

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2。

估计结果表明 ,中国的“大跃进”对经济增长产

生了明显负面影响 ,但与此相比较 ,十年“文化大革

命”对经济的影响却并不十分显著。这一点与我们

对两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率的计算相一致 ,“大跃进”

时期经济的平均增长为 - 3. 66 ,而“文化大革命”十

年平均增长率为 3. 67 ,接近于 1952 —1978 年 3. 9 的

平均增长率。这意味着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对中国

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看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 ,人均资本和工业化或重工化

的产业倾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 ,弹性都超

过了 0. 5。这一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之前 ,尽管中国

经历了多次经济社会震荡 ,但高资本积累支撑的资

本投入(这一时期人均资本增长率几乎是经济增长

率的 2 倍)和重工化战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较 ,全要素

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非常显著 ,但影响力

度较小 ,弹性仅有 0. 10 ,如果按照张军等对改革开放

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显然非常有限。但尽管如此 ,全要素生产率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可以看出 ,虽然改革开放前 ,中

国劳动力的平均知识资本水平较低 ,但知识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显著 ,而且程度较高 ,甚至超过

了资本和产业偏向的作用。然而 ,毕竟由于改革开

放前劳动力的平均知识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表示仅有

1. 3 年 ,所以虽然边际作用水平较高 ,但对经济增长

的总体贡献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由于计划经济时

期 ,所有的要素和商品都是按计划分配 ,价格受到严

格管制 ,所以市场交易活动几乎不存在。在这段时

间 ,唯一可以看到市场作用的就是对外贸易。从估

计结果看 ,对外贸易虽然在作用程度上小于资本、倾

斜的产业政策和知识资本 ,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却非常显著。再看财政资源的政府间配置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 ,可以看出中央财政集权程度对经济增

长具有明显负面影响。

表 2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估计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C 0. 95
(26. 23)

7. 32
(11. 62)

1. 98
(2. 33)

1. 63
(1. 87)

4. 17
(2. 91)

3. 35
(3. 96)

人均资本 0. 62
(168. 12)

0. 67
(8. 81)

0. 56
(3. 02)

0. 61
(4. 62)

0. 53
(3. 31)

0. 56
(2. 96)

全要素
生产率

0. 10
(84. 67)

知识资本 0. 76
(7. 36)

0. 44
(4. 62)

0. 43
(3. 03)

外部市场
规模

0. 24
(4. 58)

0. 26
(2. 96)

0. 15
(2. 30)

0. 19
(3. 81)

工业比重 0. 94
(6. 90)

0. 66
(4. 46)

重工业
比重

0. 64
(2. 47)

0. 51
(2. 58)

财政集权
程度

20. 19
(21. 45)

20. 05
(22. 24)

20. 32
(21. 86)

20. 33
(22. 80)

1959 —1963 20. 01
(23. 64)

20. 07
(21. 96)

20. 17
(25. 19)

20. 21
(23. 94)

20. 05
(21. 91)

20. 09
(22. 21)

1966 —1975 0. 00
(0. 81)

0. 08
(1. 34)

0. 02
(0. 60)

0. 05
(0. 95)

0. 09
(1. 06)

0. 05
(1. 15)

R2squared 0. 99 0. 94 0. 97 0. 91 0. 96 0. 98
D2W 1. 77 1. 55 1. 47 1. 89 1. 51 1. 22

　　说明 : (1)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特殊时期即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方程估计时增加了两个哑

变量。在 1959 —1963 年期间 ,t1 = 1 ,否则 t1 = 0 ;在 1966 —

1975 年期间 ,t2 = 1 ,否则 t2 = 0。为了分析重工化倾向的增长

绩效 ,在模型估计中 ,特意采用重工业比重替代工业比重表

示产业倾斜政策的影响。(2)上述估计数据除了人均产出、

人均资本、FTP数据来自于张军等外 ,其他数据均来自于《新

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并经相关数据计算所得。(3)所

有方程都是利用 eviews5. 1 估计 ,并作了参差的 LM 相关性

检验 ,均不存在序列相关。由于受数据所限 ,要素投入仅包

括劳动和资本 ,没有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 ,也没有考虑产出

的合意性。

　　上述对估计结果所作的分析表明 ,计划经济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依然没有逃脱要素、技术

和制度的解释 ,但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相对重

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 (2)式

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利用 (2)式计算各因素对经济

μ=
9k k &

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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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 ,文章利用产出导向的 DEA

技术计算经济效率的相对大小①,该数值以上年 100

为标准 ,大于 100 表示存在经济效率提高的情况 ,否

则表示经济效率下降或停滞。计算结果见表 3。结

果表明 ,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对投入的依赖非常高 ,

同时有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非常

大。如果按照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定义 ,1978 年

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显示出明显的粗放特征 ,粗放

度达到了 0. 95 以上。这一结论表明 ,当前中国经济

的粗放型增长实际上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就已经

存在。通过 DEA 所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1978 年之

前 ,中国的经济效率增长缓慢 ,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

明显下降 ,其中 1978 年仅为 89. 54。上述结论意味

着 ,经济效率对 1978 年前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小

的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 1978 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

粗放特征。既然要素投入和有偏向的工业化战略是

支撑 1978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对经济增

长的未来趋势还不甚明确的情况下 ,为避免结构调整

重新导致经济混乱 ,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不失为一个

占优策略 ,尽管这一经验还存在许多众所周知的缺陷 ,

比如外延式粗放型增长的低效率。除了上述原因之

外 ,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相伴随的

是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庞大收益群体 ,为了减少

来自于这一获利群体的阻力 ,对传统制度的改革只能

采取渐进和增量的方式 ,即在不改变传统增长优势的

情况下 ,通过变传统体制的短腿为长腿 ,激发传统体制

下受损利益群体的积极性 ,拓宽经济增长的动力。

表 3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

动力及其粗放度

粗放度 　0. 95
人均资本对人均产出的贡献 95. 22 %
有偏向的工业化战略 83. 76 %
1953 年的经济效率 95. 77
1978 年的经济效率 89. 54
1952 —1978 年平均经济效率 109. 09

　　说明 :人均资本对产出的贡献采用人均资本年平均增长

率与表 2 方程 1 至 6 人均资本估计弹性均值乘积与人均产

出年均增长率的比值。这是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进行的源

泉分析 ,而有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同样采用工业增加值占同期

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与表 2 方程 3 和 6 估计的弹性均值

乘积与 GDP年均增长率的比值。这是从发展战略角度进行

的分析。实际上 ,按照对粗放型外延式增长的传统表述 , (2)

式也可以用于度量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 ,其中对粗放程度的

测度文章按照高志英的划分方法 ,即μΕ 0. 5 定义为粗放增

长 ,反之则表示增长是集约的。进一步 ,定义 0. 5 ΦμΦ0. 75

为低度粗放 ,定义 0. 75 ΦμΦ1 为中度粗放 ,定义 1 <μ为重度

粗放。产出导向的 DEA 经济效率计算是以上年为 100 ,其中

用于 DEA 分析的投入仅包括资本和劳动 ,产出仅指支出法

核算的 GDP ,表 3 的计算数据来源同表 2。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之初的

初始条件和原有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直接决定了改

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在继续

发挥原有动力优势的同时 ,克服动力结构中的短腿 ,

即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和引进先进技术 ,释放制度和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任何制度变革和技术水

平的提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意味着 ,在中国改革

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依靠资本和工业化 ,尤

其是重工化推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发

展之路。这也进一步意味着 ,要素驱动型和资源依

赖性增长不可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短期内消失。

二、制度供给、动力结构演变与

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

　　回顾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 ,经济运行始终没有

脱离过中央政府的主导 ,正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 ,工

业化的赶超战略才得以实施。不仅如此 ,中央政府主

导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被延续。但与传统计划

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不同 ,1978 年之后 ,

为了逐步减少直接控制的内在低效率 ,中央政府主导

经济的形式主要通过制度供给间接调控经济运行。

但为了避免对传统体制下增长动力的负面影响 ,尽量

避免触及传统体制下业已形成的利益结构 ,初始制度

供给最佳的路径选择只能是进行外围式的增量改革 ,

即首先针对传统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部门和

农民。因为相对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 ,农业部门和

农民对传统制度变革的动力更高 ,要求更强烈。而中

央政府正是通过被制度经济学认为具有效率优势的

固定分成合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励农民生产

的积极性。的确 ,这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激发了农

民的积极性 ,这一点可以通过表 4得到实证说明。

表4的计算结果表明 ,始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

包制的确具有显著的制度绩效 ,农村劳动生产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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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地解放 ,生产率的提高使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未

受重视的第一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而直接

导致第一产业增长值的显著增加 ,成为该时段经济增

长的主要源泉。比较而言 ,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贡献

最大的第二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第一产业增长贡献的提

高也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发生了较显著变化 ,城镇

居民收入的相对优势出现下降。第一产业地位和农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对传统体制下固化的利益群

体———工业部门和城镇居民相对优势地位产生了较

大冲击。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为中央决策层

推进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 ,同时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

社会利益结构的相对变化也激发了工业部门和城镇

居民要求制度变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

素 ,自 1983年开始 ,中央政府开始在工业部门和城镇

推行农村的改革经验。然而 ,当我们对改革开放初期

第一产业跳跃性增长作进一步分析时 ,发现家庭联产承

包制并没有促进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或者说家庭

联产承包制所激发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来自于生产效率

的提升 ,而是和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一样 ,家庭联

产承包制激发的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 ,这种

热情主要表现为对生产的投入增加 ,由于缺少投入方面

的数据 ,我们使用生产耗用进行说明。表 4 显示 ,在

1979—1984年期间 ,不管是农机械总动力还是化肥、电

力 ,都出现了跳跃性增长。这意味着这一时段第一产业

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投入的增加 ,而非生产效

率的提升。如果将这一结果推广到经济增长层面 ,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改革之初第一产业和农民收

入的增长依然沿袭着传统体制下粗放型增长方式。

表 4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绩效

1970 —
1978

1979 —
1984

1985 —
1989

第一产业的增长贡献( %) 16. 32 40. 05 19. 47
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 %) 61. 93 37. 32 42. 91
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 %) 21. 74 22. 63 37. 62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3. 25 13. 00 11. 41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1. 34 4. 36 13. 50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 60 1. 92 1. 96
每千公顷播种面积的农业总产
值增长率( %) 1. 82 8. 92 3. 59

每亿元农业总产值使用的农机
械总动力(万千瓦) 5. 91 10. 55 11. 39

每万元农业总产值使用的化肥(吨) 0. 45 0. 92 0. 94
每元农业总产值耗用的电量(千瓦) 0. 14 0. 24 0. 30

　　说明 :表 4 所用数据均是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

汇编》计算所得。其中增长贡献是根据相邻两年各产业增加

值的变化占同期 GDP 变化的百分比 ,这一计算结果可以看

出 GDP增长中各产业的贡献程度。表中数据都是各时段的

均值 ,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受数据所限采用城市居民

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 ,1978 年之前的

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仅有 1957 年、1977 年和 1978 年数据 ,所

以 1970 —1978 年收入差距的计算实际上是这三年的均值。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制度本身对经济增长

没有直接的作用关系 ,即使有这种作用关系也仅仅

体现在交易成本的节省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制度产生的激励效应。制度只有通过对

市场活动产生正向激励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

响。因此 ,制度的绩效就在于制度所形成的激励机

制。只有激励对了 ,市场才有活力 ,增长的空间才能

被拓宽 ,生产才能向可能性前沿逼近。但不同制度

形成的激励存在差异 ,所以制度设计本身非常重要。

改革之初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典

型意义上的制度创新 ,这次制度创新形成的激励效

应是非常显著的 ,它大大提高了第一产业的增长速

度和第一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但家庭联产承

包制的制度激励仅是激发了农民增加生产投入的积

极性 ,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以及生产效率在这场制

度变革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地改进。但和要素的边际

报酬递减一样 ,制度产生的激励效应同样在没有新

制度出现之前也表现出衰减特征。这一点在表 4 中

也可得到很好说明。即自 1985年以来 ,家庭联产承包

制形成的边际投入积极性出现了明显下降 :相对于前

一时段 ,1985 —1989年 ,各种投入增长速度出现了递减

趋势 ,而随着投入的下降以及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作

用 ,第一产业的增长贡献迅速下降 ,1985 —1989年第一

产业的增长贡献下降超过了 50 %。这意味着家庭联

产承包制的制度绩效表现出明显的衰减趋势。

然而 ,家庭联产承包制产生了两个显著效果 ,一

是使原来完全依附于土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释

放 ,即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为

第二、三产业输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源源不断地廉

价劳动力使经济获得了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增长效

应。这一点可以在表 5 中得到说明 ,自新中国成立

之后 ,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

和服务业部门转移所形成的增长效应是非常显著

的 ,尤其是在 1979 年至 1993 年这段时间 ,经济增长

至少有 18 %是来自于劳动力的部门间配置。虽然

1993 年之后中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更多的劳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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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出现下降。这主要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重新工业化道路有关 ,因为工业化

使得农业部门流出的大量劳动力流入到当时劳动生

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二是家庭联产承包制释

放出的短期增长绩效激发了传统体制下获利集团要

求变革的愿望 ,同时也为政府推进城市改革提供了

经验。所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针对国有

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推行的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

承包经营制等 ,实际上就是承包制在城市和工业部

门的延伸。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的大一统经营体制 ,

上述一系列制度实际上是政府通过放权让利激励企

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为了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

权 ,政府通过两步利改税等税利分流制度进一步规

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然而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

样 ,不管是企业基金制、税利分流制还是后来的承包

经营制 ,都是从再分配的角度形成制度激励 ,而且制

度变动频繁。这种基于分配角度以及频繁变动的制

度激励往往使企业经营者只关注短期收益分配 ,忽

视企业长期利益。不仅如此 ,企业和政府之间在收

益分配上的博弈使得企业不是关注如何“做大蛋

糕”,而是集中精力如何“分蛋糕”。企业的上述行为

选择致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粗放

特征 ,即沿袭传统体制下注重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

所以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 ,注重分配的企业激励

制度同样只会形成短期的制度激励。不仅如此 ,由

于频繁的制度变动使得企业生产行为也呈现出频繁

变动状态 ,而这又进一步引致较频繁的经济波动。

表 5 　劳动力部门间配置的增长效应

1952 —
1978

1979 —
1993

1994 —
2005

第一产业劳动力
份额( %) 78. 34 63. 83 50. 31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元 /人) 265. 4 929. 43 4367. 85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元 /人) 1963. 06 4680. 37 29027. 64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元 /人) 1508. 53 3782. 21 19548. 08

年均转移到第二产业
的劳动力数量(万人) 112. 38 303. 86 125. 40

年均转移到第三产业
的劳动力数量(万人) 24. 38 402. 20 673. 68

第二产业转移劳动力
的增长贡献( %) 2. 83 2. 37 0. 68

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
的增长贡献( %) 0. 67 3. 42 2. 70

总的劳动力转移增长
效应( %) 1. 26 2. 06 1. 36

　　说明 :表中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以及各产业的全员劳动

生产率是指相应时段的平均值 ,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于增

加值除以从业人员。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计算采用各时段第

一年和最后一年该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率之

差乘以最后一年全部从业人员 ,所得就是该时段转移到该产

业总的劳动力数量 ,再被该时段的年份除就得该时段年均劳

动力转移数量。该产业劳动力转移的增长贡献采用转移的

劳动力数量乘以该产业与第一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差额

计算得到劳动力转移意外获得的增加值 ,再用该增加值除以

该时段该产业年均创造的增加值得到。总的劳动力转移增

长效应采用第一产业年均转移出的劳动力意外创造的增加

值除以该时段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年均创造的 GDP。表中计

算所需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与 2006 年《中

国统计年鉴》。

　　上述情况在表 6 中可以得到部分证实。表 6 以

工业企业为代表的计算结果显示 ,增加企业生产经

营所得的确促进了工业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不管是

工业总产值还是工业增加值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 ,工业产值的上升重新恢复了工业在经济中的地

位。实际上 ,自 1983 年以来 ,工业增长占经济增长

的比重就重新超过了第一产业 ,经济增长有近 50 %

来自于工业增长。工业地位的重新上升使经济增长

对工业化的依赖重新恢复。然而和家庭联产承包制

一样 ,工业地位的迅速上升同样依赖的是持续资本

投入。从工业投入看 ,整个社会资源在 1983 —1987

年明显表现出向工业部门倾斜的趋势 ,工业部门贷

款的增长率几乎是同期其他部门贷款增长率的 2

倍 ,劳动力增长由 1983 年之前的 3 %左右上升到

5 %—7 % ,但相对于资本流入 ,劳动力流入相对要小

得多。资本的大量流入 ,直接导致工业部门人均资

本装备水平上升。工业部门的壮大直接使工业部门

就业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出现较快增长 ,并很快重

新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 ,其表现就是城镇居民和农

户储蓄增长率的相对变化。然而 ,1983 年之后 ,工业

部门的快速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第一产业的发

展一样 ,只是推进了工业部门的外延式扩张 ,生产效

率在同期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这一点可以通过同

期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得到说明。表 6 的计算结

果表明 ,自 1978 年开始 ,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基

本上处于下降趋势 ,尤其在实行承包制之后 ,企业的

资产利润率仅有 4 %—3 %。这一点在国有工业企业

的净利润变动趋势中也得到了很好反映。上述事实

表明 ,中国自 1980 年开始的一系列对企业的“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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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虽然提高了企业的产出水平 ,维持了经济的较

快增长 ,但增长依然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外延

式扩张的特征 ,改变的只是企业在蛋糕中分得的份

额。这一点体现在表 6 工业企业存款增长中。

表 6 　工业企业产出投入情况

1978 —
1982

1983 —
1987

1988 —
1993

1994 —
1997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8. 76 15. 66 17. 32 17
　其中 :国有工业企业

总产值增长率 7. 7 9. 74 7. 7 4. 18

　　 　集体工业企业
总产值增长率 11. 38 24. 86 22. 4 16. 06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7. 21 13. 13 13. 22 13. 14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增
长率 30. 47 35. 89 33. 44 —

农户储蓄存款增长率 42. 36 34. 61 23. 65 —
年均企业存款增加额
(亿元) 109. 85 466. 55 757. 68 4962. 99

工业贷款增长率 7. 60 24. 32 21. 83 23. 55
工业能耗增长率 2. 07 6. 90 5. 55 3. 21
劳均资本装备水平 3

(万元 /人) 0. 70 0. 81 1. 59 5. 69

资产产值率 1. 07 1. 22 1. 52 1. 32
资产利润率 0. 14 0. 13 0. 07 0. 03
国有工业企业实际的
留成比例( %) 22. 3 33. 4 — 43

国有企业的净利润(亿元) 479. 6 759. 4 — 44. 8

　　说明 :表中数据经 1985 —1998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90 年、1995 年、2006 年各年《中国经济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所得。

3由于缺乏工业企业的资本数据 ,文章使用历年的固定

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计算所得代表工业企业资本 ,其中我们

没有找到 1979、1981 —1984、1986 —1994 年工业企业固定资

产净值和流动资产数据 ,我们采用了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的数据 ,再利用 1978、1980、1985 年三年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

值与流动资产计算的工业企业资产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计算的资产比的算术平均值 ,最

后再用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乘以该值得到工业企

业资产。工业企业利润的计算过程按照同样方法获得缺损

数据。

　　从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看 ,企业始终是经济增长

过程中最重要的微观活动主体 ,企业的生产经营者始

终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进行生产经营决

策 ,这一点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都是如此。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 ,企业生产经营

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从来都是非

常显著的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导向

作用。中国自 1978 年到 1994 年正式提出市场化改

革 ,政府一直在寻找针对企业的最佳激励方式 ,所以制

度的变动非常频繁。频繁的制度调整增加了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 ,进而导致了企业生产经营决

策的短期化倾向。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短期化直接

导致了整个经济运行表现出明显的陡升陡降特征。

这一点在图 1 中表现非常明显①。上述实证结果实

际上表明了一个事实 ,即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中 ,企业

的生产行为与政府的制度供给密切相关 ,政府的制

度供给引导着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经济的运行模式 ,

而频率的制度供给也决定了频率的经济波动 ,制度

的非连续性变动也直接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通过上述实证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为了改变中国

贫困落后面貌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私人部门

的制度激励。而这些偏重于让利和放权的制度供给

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 ,尤其对改革初期的经济增长起

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使得制度变迁成为该时期中

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由于制度供给主要偏重

于收入的再分配 ,因此 ,制度的频繁变动又同时加剧了

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短期化倾向 ,将生产经营

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分蛋糕”上 ,而对如何“做大蛋

糕”的激励则主要表现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延式扩张。

市场主体的上述行为倾向使得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增

长继续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型的增长特征。

图 1 　工业企业的投资、贷款波动与经济波动

三、财政分权、地方政府主导与

粗放型增长的强化

　　针对传统体制存在激励缺失的弊端 ,中国政

府选择的发展策略是做对好激励 ,所以制度供给

成为自 1978 年之后中国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主

要手段。一方面 ,通过下放资源配置权 ,扩大市场

主体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剩余控制权 ,激励市场主

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另一方面 ,通过体制调整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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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没有找到工业企业的投资数据 ,文章用国有工业与集体工

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代替 ,数据来源于 1995 年与 2006 年《中国经

济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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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政管理权 ,提高地方政府经济独立性调动地

方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动性。本节的主要目的

在于分析行政性财政分权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下

是如何强化粗放型增长的。

如果说 1978 年之前 ,中国经济活动完全由中

央政府主导 ,那么 1978 年之后 ,中国经济的最显

著特征就是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治

理 ,其中地方政府成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行

动集团 ,主导着辖区内的经济活动。众所周知 ,中

国在 1978 年改革之初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

的激励方式与对市场主体的激励方式基本相同 ,

都是着眼于资源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重新配

置 ,即希望通过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资源控制权

和剩余索取权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动性。

这种改革首先激励的是地方政府增收动机 ,使地

方政府变成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

不仅如此 ,中国的财政分权还有一个明显特征 ,即

中央政府在分权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其主

要表现就是 ,中央政府凭借其强势地位 ,根据自己

意愿频繁变动财权划分方式。而频繁的财权调整

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决策的短期化和行为的机会

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分钱”动机更

强。为了能从财政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更多 ,地方

政府必然表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行为取向 :一是

提高“分钱”比例 ,二是增加“分钱”机会 ,三是扩大

“分钱”基础。第一种情况的主要表现就是费挤

税、变卖国有资产以及土地财政现象。第二种情

况就是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争取各种机会。实际

上 ,中国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机会不断释放过程 ,中

央政府在不断地制度供给过程中无形中也为地方

政府和市场主体创造了机会租金。相对于第三种

情况 ,前两种情况更多表现为非生产性活动 ,只是

社会财富的转移。在这里我们并不去关心这种非

生产性活动引致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仅就非生产

性活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而言 ,非生产性活

动存在使得地方政府不可能关注辖区内的经济活

动 ,更别说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了。所以在这两

种情况下 ,基于“分钱”的分权治理不可能为地方

政府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任何有效激励。第三种情

况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主导本地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财政包干制

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方财政资源的剩余索取

权 ,从而使地方政府的可控财力直接与本地财源

密切相关。这意味着 ,地方政府要想增加本级政

府的财政能力 ,就必须关注微观经济活动。然而

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关注并不是追求公共

价值目标 ,而是局限于追求财政最大化目标。上

述分析预示着 ,“分钱”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必

然表现出“泛企业化”和“趋利化”特征。即地方政

府将按照企业的寻利目标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取

向。政府行为的泛企业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主要

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 ,使政府成为企业实质上的决策者。其主要

表现就是理顺政企关系进展缓慢、政企勾结与共

谋的现象普遍存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乡镇

企业的涌现等。二是主导内部资源配置和政府间

横向竞争。其主要表现就是主导辖区内资源向能

提高本地财政能力的项目倾斜 ,例如 ,上一些税高

利大项目和干预银行贷款流向等。除了主导辖区

内社会资源配置 ,地方政府还通过自身可控资源

的“合理”配置提高其“经济收益”,典型表现就是

财政支出结构的选择性偏向。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表明 ,基于“分钱”的财政

激励本身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粗放化。因为地方政

府的“趋利”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和资源的集约使用

得以实现 ,即地区间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

雷同和重复建设 ,也并不意味着行为的短期化和

机会主义倾向 ,更不必然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强化 ,主要

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干部任用制与任期制以及

事后责任追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目前中国的干

部选拔往往是由上级政府任命 ,这使得分权体制

下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异化 ,即一方面追求财政目

标最大化 ,另一方面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 ,而后者

又往往需要通过前者得以实现。为了追求政治目

标最大化 ,地方政府必须忠实履行上级政府委派

的各项责任制 ,而对目标责任制的贯彻和落实使

得中国经济始终表现出政治化倾向。如果说干部

任用制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那么干部任期

制则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上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

义倾向。由于干部任期一般只有三到五年 ,有的

甚至更短。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能够显示本届政

府的工作能力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必然会

使本届政府的工作业绩在任期内得到体现。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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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 ,干部任期制下各级政府决策的短期化是一

种理性的必然。干部任命制和任期制对政府行为

的影响在缺乏事后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下 ,又进

一步激化了各级政府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风险

大锅饭。即为尽快凸显本届政府任期内的工作业

绩 ,各级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会将任期内的所有

经济风险和损失后置。上述分析意味着 ,政治生

命的重要性使各级政府在本届任期内都不会轻易

触及既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及其相伴的社会利

益结构。除非既存的动力结构或相伴的社会利益

结构实在难以维持 ,否则在短期收益不明显或不

确定情况下 ,沿袭过去增长方式对各届政府来说

都是一个必然的占优策略。即使在既有动力结构

难以维持的情况下 ,为谨慎起见 ,政府也最多只是

做一些外围式试验性改革。其典型表现就是 ,自

1995 年甚至更早 ,中国就提出要实行经济增长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但进展缓慢。另外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将环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并

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指标 ,但环境指标被一再突

破。

对地方政府而言 ,财政分权提高了地方政府

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能动性 ,要想短时间

内同时获得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 ,最佳途径就是

通过规模扩张。这不仅是因为规模扩张能较快创

造经济增长 ,扩大经济基础 ,而且因为规模扩张的

显性特征较明显 ,即相对内涵式增长 ,前者具有更

显著的直观效果。但外延式扩张遭遇的最大制约

就是边际收益递减。这意味着 ,为了达到过去同

样的增长效果 ,外延式扩张的力度必须更强 ,资源

的投入必须更大。这实际上在暗示 ,边际收益递

减使得外延式扩张或生产对投入的依赖具有不断

强化的效应。外延式扩张以及生产对要素依赖的

自增强效应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之所以得以维持 ,

主要与现行制度框架下财政分权有关。在现行制

度框架下 ,外延式扩张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理

性选择 ,同时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有机会实施外

延式扩张 ,而风险大锅饭以及事后责任追究制度

的不健全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实施外延式扩

张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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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and Intensif ication of China’s Extensive Growth Mode
Li Yongyou & Shen Kunrong

Abstract : As t he scale of China’s economy f urt her expands , const raint s f rom the extensive mode of

growt h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Since 1995 or even earlier , China has p ut forward to achieve

change f rom extensive growth to intensive growt h , but t here is no effect .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f eco2
nomic growt h under t he t raditional system and economic reforms. we conclude t he st ruct ure of growt h

moment um and the st rategies of reform are it s cause , t he way of decent ralization has f urt her intensi2
fied extensive growt h.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ssible resistance of t he reform , the reform is boosted

by t he way of marginal adjust ment , which has p rovided incentives to stimulate growt h and brought

t he effect s of Pareto imp rovement s , but system incentives based on“dist ributing money ”has not

bring economic standing growt h and t he upgrading of t he st ruct ure of growt h moment um. In addition ,

t he existing system of appointing cadres and t he mess of t he risk has caused t he mode of extensive

growt h to f urt her st rengthened. The text holds that changing t 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ncreasing

t he p rovision of p ro2market systems are t he key to reshape t he micro2foundation for economic growt h.

Key words : t he st ruct ure of momentum , develop ment st rategies , t he incentives of“dist ributing mon2
ey”system , extensive grow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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